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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华人的流散与迁徙受到文化、教育、政治及经济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历史面貌。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区域，印尼苏门答腊的华

人群体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下努力确立自身身份认同，并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他们在维系与中国的文化联系的同时，也积极适应当地环境，然而，

面对殖民统治、战时动荡及民族认同问题，他们往往经历身份认同的挑战，甚至被

迫做出生存抉择。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著名作家郁达夫的流亡经历成为考察当时华人命运的一

个典型案例。1942 年，新加坡沦陷后，许多华人为了躲避日军的迫害，纷纷向马来

亚及印尼地区迁徙，苏门答腊成为重要的避难地之一。郁达夫亦在战乱中流亡至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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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答腊，隐姓埋名，以“赵廉”为化名，在当地华人社区中生存。然而，他的经历

并未逃脱二战时期华人所面临的普遍困境——身份认同的挣扎、生存环境的恶化以

及战争带来的直接威胁。尽管他积极参与文化活动，试图融入流亡社群，但最终仍

难逃日军的清剿，与许多华人一样，被怀疑、被迫害，最终遇害。 

郁达夫的经历与苏门答腊华人的社会政治状况息息相关。当时，日军占领印

尼后，对华人展开了“肃清”行动，尤其针对抗日背景的华人知识分子和社团领袖。

许多华人在这种高压环境下不得不采取低调策略，甚至被迫与日军合作以求自保。

这种两难处境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悲剧，也折射出整个华人群体在战时所承受的极端

压力。此外，一些华人试图通过经济手段、社会关系或文化活动来维持自身安全，

郁达夫的文化人身份和处境亦反映了这一现实。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以感伤和颓废风格著称，这与他的个人

经历和情感密切相关。他的代表作《沉沦》深刻展现了个体与社会的冲突，隐喻中

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他的作品不仅表达个人情感，也反映时代背景，尤其关注

身份认同和流散经验。 

郁达夫于1938年12月至1945年8月期间在南洋地区留下了重要的文学足迹，

其文学活动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华文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刘俊, 

2018)。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经历虽然较少被深入研究，但对他的创作和思想影响深

远。当时，印尼华人社群面临歧视、同化压力和战时政权的冲击，他的流亡生活与

这一历史现实紧密相连。这段经历加深了他对民族身份和社会变迁的思考，或许也

影响了他的文学主题。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书详细记录了郁达夫的流亡过程(铃木正夫, 2023)，

填补了其生平研究的空白，同时提供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华人流散的历史视角。书中

不仅展现了他在印尼的生活和最终被日军逮捕的经历，还揭示了当时华人社群在战

争中的挣扎与抗争。这本书不仅是郁达夫生平的重要记录，也对华人历史研究具有

重要价值。通过分析郁达夫的苏门答腊经历，可以更深入理解他对身份认同的探索，

以及流散经验对华人群体的深远影响。 

二战时期苏门答腊华人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错综复杂，极大地影响了他们

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互动。作为印度尼西亚的重要经济力量，华人群体在政治动荡、

种族紧张和经济不确定的环境下艰难生存。这些因素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经济

活动和政治立场，使他们不得不在动荡的权力格局中寻找生存之道。 

苏门答腊华人在当地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在贸易和商业领域。日本占

领时期，他们的经济活动进一步受到影响。日军政权对华人实施严厉的歧视政策，

将其与土著群体区别对待，导致华人经济遭受严重打击(Ooi, 2015)。尽管如此，华

人群体依靠其广泛的经济网络，特别是与新加坡及东南亚其他贸易中心的联系，在

动荡时期维持了生存和适应能力(Jumhari, 2024)。这些跨国商业关系帮助他们在战

争和占领带来的经济困境中找到生存空间。 

在社会层面，华人群体作为殖民阶级体系中的中产阶级，长期遭受种族歧视，

并在危机时期成为替罪羊(Sahrasad, 2019)。这种边缘化现象一直持续到后殖民时

代，华人群体往往被政府和社会视为外来者(Chong, 2016)。在政治上，华人群体处

于复杂的权力网络之中，他们必须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权衡，以保护自身利益。因

此，他们的政治立场往往表现出一定的模棱两可，既对殖民势力保持警惕，也对民

族主义势力持谨慎态度。 

华人群体的社会互动深受其经济角色和当时种族关系的影响。他们常常遭受

社会排斥，并被迫同化，甚至放弃自身文化认同，以避免遭受迫害。尽管如此，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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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华人群体仍然保持着独特的文化身份，并通过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来表达自己的

文化认同。然而，国家政策往往倾向于强制同化，使得华人文化身份在一定程度上

被压制或边缘化(Suryadinata, 2004)。 

郁达夫的经历正是这一华人流散史的缩影。作为流亡知识分子，他在殖民政

权、日本占领和民族主义运动的交织中求生，依赖华人商业网络维持生计，并在不

同社群中寻找立足点。他的经历反映了华人流散的现实，也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海外

的适应与身份认同的重构。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期间创作的《乱离杂诗》进行深入解读，探

讨其作品所承载的东南亚华人流散经验。由于研究对象为历史文学文本，并强调文

本背后所映射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认同问题，因此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范式，结合

文本细读法、主题分析法与历史语境分析法等多元方法，以确保研究过程的系统性

和科学性。 

 

研究结果及探讨 

《乱离杂诗》的流散经验书写 

本文以郁达夫的《乱离杂诗》为研究对象。《乱离杂诗》是现代作家郁达夫于 1942

年流亡南洋期间写成的七言律诗组诗，共计十二首。诗作大致分为两部分：前八首

聚焦诗人与李晓音在战乱环境下的情感纠葛，呈现个体命运在时代动荡中的漂泊与

无常；后四首则转向家国主题，通过“长歌正气”“草檄书生”等意象体现其革命

精神与民族责任。该组诗以古典诗歌形式寄寓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情绪，将个人情

感、民族危机与文化认同交织在一起，是理解其流亡心态与侨居经验的重要文学文

本。 

在材料选择上，本文主要依据《郁达夫诗词笺注》(郁达夫 & 詹亚园, 2013)

和《苏门答腊的郁达夫》(铃木正夫, 2023)这两份关键原始资料，并通过将逐首分

析重构为主题式探讨的方式，旨在深入揭示诗歌所承载的战争创伤与颠沛、异乡孤

独与乡土情结，以及身份认同的困惑与知识分子的承担等核心流散经验，从而全面

阐释其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深刻内涵。 

1. 战争阴影下的创伤与颠沛 

郁达夫的《乱离杂诗》描绘了太平洋战争阴影下华人群体的流散经验，尤其聚焦在

战争所带来的身体与心理创伤。诗歌通过直接的战乱描写和含蓄的意象，展现了历

史的创痛与个体感受之间的复杂张力(Ko Chia-cian & Sun Pingyu, 2022)。《乱离

杂诗》在流散经验书写中，核心内涵在于揭示战争对个体和群体造成的深远创伤，

以及华人在颠沛流离中所承受的身体与心理折磨。 

直接描写与身体创伤：诗歌直接描绘了战争的残酷现实，如“又见名城作战

场，势危累卵溃南疆”（第一首）。这里的“战场”和“溃南疆”不仅指具体的地

理沦陷，更是华人赖以生存的家园被摧毁的写照。这种直接的描写带来了身体上的

威胁与伤害，如新加坡“肃清行动”中大规模的屠杀与劳役，使得华人群体面临生

存的巨大危机。诗句“石壕村与长生殿，一例钗分惹恨长”（第一首）联结杜甫

《石壕吏》的意象，暗示了战乱中平民被迫征召、骨肉分离的苦难(谭云华 & 杨黎, 

2009)，这不仅仅是历史的重演，更是南洋华人在日军统治下所经历的屠杀和劳役的

直接映射，是集体身体创伤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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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意象与心理创伤：诗歌大量运用间接意象，细腻地呈现了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

如“空梁王谢迷飞燕，海市蜃楼咒夕阳”（第一首）通过典故，描绘了曾经的繁华

与安定化为泡影的失落。这种“海市蜃楼”的幻灭感，是对华人曾经构建的安稳生

活的无情摧毁，带来了深重的心理打击。“今日岂知明日事”（第四首）和“茫茫

大难愁来日”（第七首）直接表达了流亡者对前途的迷茫和恐惧。这种对未来的无

力感，使得他们在精神上长期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即使暂时栖身，内心也难以安

定。“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第十首）更是将这种无所适从、归途

迷茫的心理推向极致，流亡者如同孤雁，不知何去何从。 

历史创痛与个体感受的张力：郁达夫的诗歌成功地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注

入了个体化的细腻情感。例如，“月正圆时伤破镜，雨淋铃夜忆归秦”（第五首）

和“誓记钗环当日语，香余绣被隔年熏”（第三首）将个人与李晓音的离别之痛，

化用为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使得个人情感与集体记忆中的离散经验产生共鸣。

这种张力使得诗歌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更是对战争如何撕裂个体生命、摧

毁情感纽带的深层表达(赵刘昆 & 张振宇, 2024)。诗中的“愁”和“恨”不仅仅是

郁达夫个人的哀愁，更是整个华人群体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普遍苦难和无法释怀的悲

痛，将个体创伤升华为集体创伤的象征。 

2. 异乡的孤独与乡土情结 

《乱离杂诗》描绘了诗人在战乱中远离故土、亲友音讯隔绝所带来的孤独感，以及

这种孤独感背后隐藏的、对家乡深沉而无法割舍的思念。这种孤独不仅仅是地理上

的隔离，更是精神上无所寄托、无法言说的苦闷。而乡土情结则如影随形，成为诗

人排解孤独、寻找精神慰藉的重要寄托，即使身处异乡，心也紧紧牵挂着故土的一

切(Josh Stenberg (石峻山), 2022)。这种孤独与乡愁的交织，构成了华人流散经

验中最为动人心弦的篇章。 

音讯隔绝下的孤独与牵挂：战争切断了流亡者与故土亲人之间最基本的联系，

使得孤独感倍增。诗歌通过“书信”这一意象，精准捕捉了这种音讯隔绝带来的精

神创伤。“望断天南尺素书，巴城消息近何如？”（第二首）这句诗直接点出了信

息隔绝带来的孤独与焦虑。“望断”二字，极富画面感，描绘了诗人站在异乡遥望

南方，苦苦期盼家书却了无音讯的绝望。这不仅仅是郁达夫个人的经历，更是当时

无数流散华人的普遍遭遇——他们身在异乡，心系故土亲友，却无法得知其安危。

这种信息的真空，使得思念如同无底洞般吞噬着内心，加剧了异乡的孤独感。“谣

诼纷纭语迭新，南荒末劫事疑真。”（第五首）在音讯隔绝的背景下，“谣诼纷纭”

更是加剧了流亡者内心的不安与孤独。真假难辨的传闻使得故土的安危、亲人的境

况变得模糊不清，这种不确定性比确切的坏消息更令人煎熬。诗人身处“南荒”，

对故乡的一切都只能通过零散的、不可靠的信息去猜测，这种无力感使得孤独越发

深沉，因为连思念都缺乏确凿的寄托。 

空间疏离下的漂泊与思乡：地理上的远离和频繁的迁徙，使得流亡者与故土

在空间上产生了巨大的疏离感，这种疏离又激发了强烈的乡土情结。“避地真同小

隐居，江村景色画难如。”（第四首）诗人虽身处看似宁静的“江村”，用“小隐

居”来形容，但“避地”二字却揭示了这种“隐居”的被动性。这不是主动归隐田

园，而是被战乱逼迫的流亡。尽管景色宜人，却“画难如”，说明诗人内心深处仍

充满漂泊感，异乡的美景无法真正慰藉他思乡的心。这种身在异乡却心系故土的矛

盾，凸显了空间疏离带来的孤独感。“满地月明思故国。”（第七首）此句是典型

的触景生情，直接抒发了诗人对故国的深切思念。明月作为传统的乡愁意象，在异

乡的夜空中显得格外皎洁，却也因此倍增了诗人的孤独与思念。月光所照之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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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便无边无际地蔓延，这是一种普世的乡愁，也是流散华人在异乡夜晚最普遍的情

感体验。“细雨蒲帆游子泪，春风杨柳故园情。”（第九首）“细雨蒲帆”营造出

江南水乡的意境，却伴随着“游子泪”，将异乡漂泊的孤寂与眼泪融为一体。“春

风杨柳”是故园的象征，在异乡的细雨中，故园的景象被春风吹拂着，显得格外清

晰而遥远。这种景物与情感的对比，将异乡的孤寂与对故园的眷恋表现得淋漓尽致，

是诗人内心乡土情结最直接的写照。 

精神困境中的故土依恋：在战乱导致的精神绝望中，故土情结成为支撑流亡

者的一种精神力量，但也常常因此加剧内心的煎熬。“苦无灵药慰相思。”（第十

一首）这里的“相思”不仅仅指对亲人的思念，更包含了对故土、对祖国命运的忧

虑。诗人身处异乡，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无药可医的不仅是思念的痛苦，更是报

国无门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加剧了精神上的孤独，使得乡愁变得更加沉重，难以

排解。“解忧纵有兰陵酒，浅醉何由梦洛妃。”（第六首）诗人试图借酒消愁，但

即使有美酒也无法真正排解内心的忧愁。这里的“洛妃”可能指代故土或心中所爱

之人，象征着精神上的寄托。然而，现实的困境使得诗人连在醉梦中都难以回到故

土，无法与思念的人重逢。这反映了在极致的孤独中，连梦境都无法给予慰藉，故

土情结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痛点。 

《乱离杂诗》通过这些饱含深情的诗句，成功地捕捉了战争阴影下华人在异

乡所承受的孤独与乡愁。这种书写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思念，更深入挖掘了音讯隔

绝、空间疏离、以及精神困境所带来的多层次创伤(金柄珉, 2025)。郁达夫以其独

特的诗性语言，将个人情感融入集体记忆，使得这些诗篇成为研究华人流散文学中

“异乡的孤独与乡土情结”主题的重要文本。 

 

3. 身份认同的困惑与文化传统的坚守 

郁达夫的《乱离杂诗》描绘了战争和流亡如何撕裂个体原有的身份认同，迫使华人

在异文化环境中重新审视“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深层命题。这种身份认同

的困惑，源于对故土的远离、对原有社会地位的丧失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迷茫(贺

诗雨, 2025)。同时，诗歌也展现了华人群体在困境中，通过回归和坚守中华传统文

化来寻求精神慰藉、维系民族认同的努力。传统文化不仅是他们抵抗异化、对抗遗

忘的武器，更是连接故土与族群的精神纽带，是流散者在漂泊中寻找“根”的最后

港湾。这种对文化传统的坚守，彰显了华人即便身处异乡，也从未放弃民族精神的

韧性。 

身份地位的骤降与自我认同的冲击：战争和流亡使得华人原有的社会地位和

身份光环瞬间褪去，这种巨大的落差对流亡者的自我认同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凤

凰浪迹成凡鸟，精卫临渊是怨禽。”（第七首）这句诗以强烈对比的意象，直接表

现了郁达夫本人及广大华人精英在流亡中身份地位的急剧贬损。“凤凰”象征着诗

人昔日作为著名作家的辉煌与才华，然而在战乱中，他被迫隐姓埋名，化身“凡

鸟”，只能靠乡村教师或翻译为生。这种从精英到平民的转变，不仅仅是社会地位

的丧失，更是对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的沉重打击。后半句的“精卫临渊是怨禽”则

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挫败感——即使心怀不屈的抗争意志，面对深渊般的绝境，也难

免心生怨愤，这种“怨”是理想与现实碰撞后对身份落差的无声控诉。“避地真同

小隐居，江村景色画难如。”（第四首）“避地”二字揭示了这种“隐居”并非主

动选择，而是被迫流亡的结果。诗人试图以“小隐居”来合理化自己的处境，但内

心深处的漂泊感却无法被“江村景色”掩盖。这种表面与内心的矛盾，反映出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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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异乡试图适应但又难以真正融入的困境，他们的身份不再是故乡的文化精英，

而是异乡的“避难者”，这种身份的转变本身就带来了一种无所适从的困惑。 

传统文化的坚守与民族认同的维系：面对身份的困惑，流亡华人通过回归和

坚守中华传统文化，来维系自己的民族认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力量。“石壕村

与长生殿，一例钗分惹恨长。”（第一首）这句诗巧妙地融合了杜甫的《石壕吏》

和《长生殿》两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意象。前者代表了战乱中平民的苦难和分离，

后者则象征着爱情的誓言和最终的离散。郁达夫将这些典故用于表达华人在战乱中

的骨肉分离和情感破碎，这种运用本身就是一种对中华文化传统的自觉运用与坚守。

通过引用这些深入人心的意象，诗人将个人和华人群体的悲剧融入到宏大的民族记

忆中，从而强化了民族认同，即使身处异乡，其情感根源依然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

的土壤。“镇日临流怀祖逖，中宵舞剑学专诸。”（第二首）这两句诗直接引用了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典故。“祖逖”代表着晋代北伐、收复失地的决心；“专诸”

则象征着刺杀吴王僚的牺牲精神。诗人通过“怀”和“学”这两种主动的行为，表

达了在流亡困境中对民族气节和抗战精神的坚守。这不仅仅是郁达夫个人的精神写

照，更是当时南洋华人群体民族认同的体现——即便远在异乡，他们依然心系祖国

安危，传承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这种对历史英雄的追慕，是他们在异

文化环境中维系民族身份认重要方式。“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第十二首）这里的“长歌正气”明显指代文天祥的《正气歌》，这是中华民族气

节的象征。诗人通过“重来读”这种行为，表明在最艰难的流亡时期，他依然从中

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坚守民族气节。虽然诗人自谦“路已宽”，但实质上仍是

借文天祥的形象自励，在困境中保持高尚的民族情操。这体现了文化传统在流亡华

人精神世界中的核心地位和支撑作用，它是他们在身份困惑中找到归属感、坚守民

族尊严的重要精神支柱。 

郁达夫的《乱离杂诗》通过对身份地位骤降的冲击和对中华传统文化自觉的

坚守的描绘，深刻展现了二战时期华人在异文化环境中，如何面对身份认同的困惑，

并以深厚的民族情怀和文化自觉来维系自身根脉的流散经验。他的诗歌不仅是个人

情感的抒发，更成为一部反映战时华人精神史和文化认同的珍贵文本。 

4．现实生存的挣扎与知识分子的承担 

《乱离杂诗》也展现了流亡者在战争阴影下，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付出的艰辛努力，

这种努力不仅是身体上的奔波与适应，更是精神上的挣扎与妥协(Sai & Hoon, 

2012)。与此同时，诗歌也深刻揭示了郁达夫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自我

定位与责任感。他不仅是受难的个体，更是具有批判精神和家国情怀的思考者。面

对民族危亡与同胞苦难，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努力寻找出路，通过诗歌记录历史、

抒发愤慨，甚至以实际行动参与抗争，展现了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道德勇气与历史

担当。这种“现实生存的挣扎”与“知识分子的承担”相互交织，构成了诗歌的厚

重底蕴。 

现实生存的挣扎：颠沛、适应与无奈。战争彻底打乱了华人原有的生活秩序，

迫使他们为生存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挣扎体现在身体的疲惫、物质的匮乏以及对

异乡环境的被迫适应。“道阻河梁再卜居。”（第二首）这句诗直接描绘了流亡华

人为了躲避战乱而不断迁徙、居无定所的现实。“再卜居”不仅意味着寻找新的住

处，更暗示每一次安顿都是暂时的，前途依然充满未知。这种持续的颠沛流离，是

身体上的巨大消耗，也反映了华人在战火中为了生存而奔波挣扎的普遍困境。“穷

途裘敝感黄金。”（第七首）“裘敝”意指衣衫褴褛，直接点明了流亡者在物质上

的极端困境。在战乱中，许多华人失去了一切财产，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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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不得不面临贫困与饥饿的威胁。这时，“黄金”的珍贵并非奢望，而是维持

基本生存的必需品。这句诗揭示了华人在“穷途”末路之时，为了生存所承受的物

质匮乏与窘迫，是一种深切的现实生存挣扎。“闲来蛮语从新学。”（第四首）这

句诗反映了流亡华人为了在异乡生存所做的适应性努力。学习当地语言“蛮语”

（指印尼语）既是与当地人交流的需要，也是融入当地社会、求得生机的手段。对

于郁达夫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学习新语言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非兴趣使然。

这体现了流亡者为了生存而被迫改变、适应新环境的现实，是生存挣扎中带有文化

意味的一面。 

知识分子的承担：思考、批判与抗争。郁达夫作为知识分子，在个人流亡的

困境中，并未放弃对时代命运的思考和批判，并以诗歌为载体，表达了其对民族危

亡的深切关注和投身抗争的决心。“明知世乱天难问，终觉离多会渐稀。”（第六

首）这句诗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时代困境的清醒认知。“世乱天难问”不仅是对战争

无序、世事难料的无奈，更是对宏大历史进程中个人无力感的悲叹。尽管现实残酷，

但诗人依然感受到“离多会渐稀”的悲凉，这种对人伦关系的洞察，展现了知识分

子对生命个体在战火中遭遇的深层思考与共情。他看到了小我的悲剧，也理解了大

我的困境。“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第十二首）这里的“长歌正

气”无疑指的是文天祥的《正气歌》，这是中华民族气节与精神的象征。郁达夫在

流亡的艰难时刻“重来读”，表明他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以坚守气

节来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他自谦“路已宽”，或许是出于对先贤牺牲的崇敬，但

也暗示了在传承民族精神的道路上，知识分子责无旁贷。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

弘扬，是乱世中知识分子承担历史责任、维系民族脊梁的体现。“一死何难仇未复，

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第十一首）这几句诗是

郁达夫作为知识分子对时代困境最直接、最激烈的承担与抗争宣言。诗人不仅不惧

怕死亡，反而将复仇雪耻视为高于生命的使命。“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

展现了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大义与抗日决心，即使身处异乡、个人力量有限，也依

然心怀收复国土的雄心壮志。这种慷慨激昂的言辞，超越了个人生存的挣扎，升华

为一种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沉承担，体现了他在精神层面对抗侵略、唤醒民智的

知识分子本色。 

郁达夫的《乱离杂诗》通过对华人现实生存挣扎的细致描绘，以及诗人作为

知识分子对时代困境的深刻思考与勇于承担的展现，共同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

“流散经验书写”。诗歌不仅记录了个人的颠沛与苦难，更传达了在民族危亡之际，

知识分子所展现出的家国情怀、精神坚守与抗争意志，使其成为一部兼具个人情感

与时代精神的史诗。 

 

郁达夫与苏门答腊其他华人流散者的“异”与“同” 

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流亡经历，既展现了与同期华人流散者普遍的相同之处，也凸

显了其作为知名作家的个体特殊性，尤其体现在其文学表达的独特视角和对知识分

子困境的深刻反思上。 

1. 相同之处：流离、抗争与互助的共鸣 

共同的战争威胁与被迫流亡：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中国文化界人士为躲

避战火南下，新加坡和印尼成为主要流亡地。郁达夫于 1942 年新加坡沦陷前夕，与

胡愈之、巴人（王任叔）等人乘船，流亡到苏门答腊岛。他们都面临着日军侵略的

直接威胁和生存的巨大挑战，被迫隐姓埋名以求自保。郁达夫化名“赵廉”，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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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厂；胡愈之化名“金子仙”做记账员；王任叔化名“王弘或王任”，在咖啡园从

事农务。这种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现实是他们共同的底色(王谦宇, 2011)。 

华人社群的互助精神：在动荡的流亡生活中，华人社群的互助精神至关重要。

胡愈之、郁达夫、巴人等人在苏门答腊流亡初期，得到当地爱国华人的照应，安排

住宿，供给膳食(高莉娜, 2023)。郁达夫的诗歌中也流露出对友人帮助的感激，例

如《初低至嘉丽赠陈长培》中“犹幸知交存海内，望门投止感深情”的诗句，反映

了他在异乡得到接济的温暖。这与当时苏门答腊华人通过宗乡会馆、商业网络互相

扶持的普遍现象相符，华人群体依靠其广泛的经济网络，特别是与新加坡及东南亚

其他贸易中心的联系，在动荡时期维持了生存和适应能力。 

普遍的爱国与抗日情怀：郁达夫在《乱离杂诗》中引用了“祖逖”（“镇日

临流怀祖逖”）和“专诸”（“中宵舞剑学专诸”）等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典故，

表达了在流亡困境中对民族气节和抗战精神的坚守。这与胡愈之、王任叔等文化人

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工作的行动相呼应。胡愈之曾撰写《少年航空兵》一书，旨在对

海外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展现对祖国光明未来的信心(张又君, 1986)。王任

叔在流亡印尼期间也积极参与抗日宣传，利用文学才能唤醒当地华人的民族意识和

抗日热情(王谦宇, 2011)。这体现了流亡文化人及整个华人群体普遍的爱国和抗日

情怀，即便身处异乡，依然心系祖国安危，传承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2. 相异之处：文学表达的独特视角与个体精神深度 

文学艺术的独特性：郁达夫的《乱离杂诗》以其独有的感伤和颓废风格，对流亡带

来的内心创伤与挣扎进行了更私密、更深刻的剖析，其文学艺术性在于通过个体心

境的细腻呈现，揭示战争对个体和群体造成的深远创伤。他运用间接意象，如“空

梁王谢迷飞燕，海市蜃楼咒夕阳”描绘了繁华幻灭的失落；将个人与亲友的离别之

痛，化用为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月正圆时伤破镜，雨淋铃夜忆归秦”），使

个体情感与集体记忆中的离散经验产生共鸣，从而将个体创伤升华为普遍的战争苦

难象征。 

相比之下，胡浪漫与郁达夫的唱酬之作，虽然饱含对友人的关切和对时局的

感慨，但其表达侧重点与郁达夫有所不同。例如，胡浪漫的《闻达夫避难苏岛，诗

以寄之》中“天外故人差幸健，愁中浊酒且添杯”主要表达了对友人安危的慰藉与

期望；而他的《危城日日盻来音》中“驿路梅花抵万金”则侧重于乱世中通信的珍

贵以及对友人流亡细节的关注（如“谁信相如甘卖酒”指郁达夫开酒厂掩饰身份，

“争传公冶善言禽”暗示他懂日语被日军利用）。胡浪漫的诗歌更具“诗史”笔法，

如他的《岁暮》一诗，通过徐庶、刘邦、荆轲、陆游、百里奚等历史人物典故，抒

发的是个人在胁迫下“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忍辱负重和推翻日军暴政的愿望，将个

人遭遇融入更宏大的民族抗争叙事中(张曦娜, 2021)。虽然两者都关注战争苦难，

但郁达夫的诗歌在情感深度、意象运用以及对个人内心创伤与身份挣扎的剖析上，

展现出其独特的、更具内省性的艺术风格。 

知识分子的特殊困境与身份重塑：郁达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作家，其

流亡经历和作品深刻展现了个体与社会冲突，尤其关注身份认同和流散经验的张力。

他从“凤凰”般的知名作家到化名“赵廉”、经营酒厂的“凡鸟”身份骤降，这种

落差对他个人价值和自我认同造成了巨大冲击。他在诗中反复思索身份认同的张力

（如“凤凰浪迹成凡鸟，精卫临渊是怨禽”），并试图以“小隐居”来合理化“避

地”的处境，但内心深处的漂泊感和失落感难以掩盖。这种对身份重塑的深刻思考

和挣扎，是郁达夫个体经验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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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胡愈之和王任叔（巴人）等文化人也面临类似的流亡困境，被迫隐姓埋

名并从事与原有职业不符的劳动——胡愈之化名“金子仙”做记账员，王任叔化名

“王弘”在咖啡园务农——但他们留下的同期作品或史料中，较少有像郁达夫那样，

直接且深入地通过诗歌来剖析自身作为知名知识分子在身份认同上的巨大落差和内

心煎熬。胡愈之在流亡期间，更侧重于实用性的贡献，如主导编纂《印度尼西亚语

辞典》，以及其作品所展现的“更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批判性”(费孝通 & 夏衍, 

1989)。王任叔的流亡经历则更多地体现了其对当地社会和语言的学习，以及后来作

为新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所展现的政治担当(王谦宇, 2011)。他们的适应策略和文

学表达虽然也反映了流亡者的坚韧，但与郁达夫那种带有浓厚个人感伤色彩、深入

探讨身份迷失的文学表达形成了对比。郁达夫的诗歌，因此成为一部反映战时华人

精神史和文化认同的珍贵文本，更具体地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海外的适应与身份认同

的重构。 

 

结论 

通过对诗歌文本的细致分析，本研究发现郁达夫的诗歌深刻反映了流散者身心所承

受的创伤与颠沛流离之苦，异乡环境中难以排解的孤独感与对故土的深切眷恋，以

及在文化冲突与融合中产生的身份认同困惑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同时，诗歌

也展现了知识分子在严酷现实中的生存挣扎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这

些发现不仅为理解二战时期东南亚华人的个体命运提供了生动的文学例证，也丰富

了我们对流散文学中普遍主题的认识。 

《乱离杂诗》作为一部重要的流散文学作品，其研究价值在于通过郁达夫个

人化的情感抒发与诗性表达，为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视角。它不

仅深化了我们对流散群体在极端环境下如何重构身份认同、维系文化根脉以及适应

异域生存的理解，更以其深刻的人文关怀，拓展了流散研究的维度。此外，郁达夫

作为一位在乱世中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在苏门答腊的经历与创作，也为考察战

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道德抉择与文化担当提供了宝贵的案例，对于理解中国现

代文学史与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群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围集中于郁达夫的

《乱离杂诗》这一单一文本，尽管其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但可能无法全面涵盖二战

期间苏门门答腊华人群体流散经验的全部复杂性与多样性。此外，本研究侧重于文

学文本的内部分析，对历史档案、社会经济背景及其他华人个体的口述史料的结合

运用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实证支撑。 

鉴于上述局限，未来的研究可从多个方面进行拓展与深化。首先，建议拓宽

研究资料来源，结合更多历史档案、地方志、华人报刊、口述史料以及其他华人作

家的文学作品，以构建更为宏大和多元的苏门答腊华人流散经验图景。其次，可以

进行跨区域或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将苏门答腊华人的经验置于更广阔的东南亚华人

流散背景中进行考察，以揭示其共性与特性。最后，鼓励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

法，如将文学研究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相结合，从而对流散文学、身

份认同与文化适应等议题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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